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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儒门淡泊，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民国建立以来，伴随着帝制的终结，儒学与现实政治之间联系的

中断，儒学失去了它在现实政治上的立足点，故有余英时的“游魂”说， 有列文森（Levenson）的“博物錧”说 等

等。因此，儒家传统是否具有现代价值，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关心儒家传统与中国命运的知识界共同思考的一个根本性

话题。从另一方面来说，自西学东渐以来，民主、自由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成为当代知识分子所普遍认同的“共

法”。于是，儒家思想是否具有现代价值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又可化约为如何处理儒家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关系

的问题，换句话说，儒家思想是否妨碍民主政治之建立？儒家思想可以为民主政治提供哪些资源或形成哪些阻力？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遂成为了当代儒家政治哲学最为核心的内容。事实上，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一百余年来从来没有停

止过，而晚近一、二十年来，则隐然成为了一时之显学。 

1、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负面价值的批评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思想之主流无不认为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之现代化起到一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其中“五四运

动”尤甚。“五四运动”高扬自由民主的精神，对传统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从而使儒家思想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

批判。从“五四运动”开始，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批判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另一种站在

西方自由主义的立场。这两种立场在整个二十世纪可以说一直就没有断绝过。 

1、1 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与扬弃 

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儒家思想就被看作是封建专制的代名词。这一观点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地被得到加

强，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大陆思想界在意识形态挂帅下，对儒学进行了坚决而彻底的批判，作为“封建反动余

毒”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大陆几乎失去了立足之地。八十年代以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文革”时期那种极端反孔反

儒的态度有所纠正，但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对儒学还是抱有相当强的戒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来研究儒学的学者基本上还是对儒学持批判的态度。 

1990年，李一氓在《致蔡尚思函》中提到，孔子学说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与孔子的教义是对立的体

系，二者是不可调和的。 方克立则认为，儒学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性质与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房德邻认为，儒学是

一种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地主阶级意识形态，不适应于现代生活。因此，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批判儒家妨碍民主

化与科学化的封建思想。刘泽华同样认为儒学的思想体系及其与封建制度的关系是有机结合的，与当前的现代化进程

是不相适应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中，值得一提的是南开大学的刘泽华教授。刘泽华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可谓著作等

身，在他最近的著作《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颇为系统地阐明了他对儒家政治哲学的看

法。刘泽华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因此，他使用“王权主义”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古

代社会的控制和运行机制。在他看来，儒家思想具有王权主义的基本导向，儒家的政治理想不可避免要走向专制主义

归宿。刘泽华指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题可归纳为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与崇圣观念。要从古代政治观念向近

代政治观念的转变，必须对上述三者的超越，即：“由君主专制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

变；由崇圣观念向自由观念的转变。”  这可以看作是刘氏对儒家思想与现代政治之关系的一个总体判断。值得一提

的是，2004年4月4日，陈明在天津南开大学作题为《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思想版图上的位置与意义》的演讲，对刘泽

华教授的某些观点表示了异议，引发了一场“刘泽华学派”与当代保守主义者的网络大论战，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关于

儒家思想及现代意义的大辩论， 虽然双方多少有意气用事之处，但它对当前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主流观点的冲击不可

小视。 



  尽管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上看，儒家思想多具负面价值，但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来看，儒

家思想除了应当摒弃的“糟粕”之外，还有“精华”一面。正如香港中文大学的梁元生教授所说的，“继其精华而弃

其糟粕”，是大陆学者的主流。 如方克立指出的：“儒学中既有消极落后的成份，也有积极进步的因素，不能一概

加以否定。” 上海大学的陈增辉教授在分析儒家民本思想时，一方面认为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相通

的，但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时，“要对儒家的民本思想进行扬弃，在剔除其封建糟粕的同时，吸收其民主性精

华。” 可以说，这种看法极具有代表性。 

1、2 港台自由主义者对儒家思想的批评 

  与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自由主义者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同样是一以贯之的。从以严复、谭嗣同到胡适、吴稚晖等为

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开始，其基本趋向便是极力否弃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1949年至1980年代，自由主义者

在中国大陆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但在台湾出现了以殷海光、张佛泉等为人表的所谓第二代自由主义者。第二代自由主

义者基本上认为，儒家传统与民主政治是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显然包含着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因素，

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就得扬弃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殷海光先生晚年思想发生了一些转变，按他自己的话来说，

是从“反传统主义者”变成了“非传统主义者”， 即不再视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为水火不容了。  

殷先生的转向对港台的所谓“第三代自由主义者”影响极大。按照李明辉先生的说法，以殷海光的弟子张灏和林毓生

为代表的第三代自由主义者“都承认传统儒家思想中含有一些思想资源”，“他们不再追问：儒家思想有什么因素阻

碍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发展？而是追问：儒家思想究竟欠缺什么因素，以致无法发展出民主政治？” 对于这一问题的

回答，张灏的“幽暗意识”说最具有代表性。在张灏看来，西方近代以来之所以会产生民主政治，与基督教传统中所

隐含的“幽暗意识”有关。所谓的“幽暗意识”，指的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

省悟”。 而儒家思想中虽不乏此种意识，但在张先生看来，这并不是主流，主流的是他所谓的“乐观的人性论” ，

这种乐观的精神决定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即圣王与德治的思想。虽然儒家传统中也有抗议精神与批判意识，

但仍始“终停留在道德理想的层面，未能落实为客观制度的构想”。同时，朱子所阐发的《大学》传统，虽然引发了

制度的构想，但其制度是“治道”而非“政道”的制度。这两种趋势在张先生看来都可归源于儒家的乐观精神与理想

主义，由此亦可见“幽暗意识”在儒家传统中虽然存在，却未能充分发挥。这样，张先生就得出结论说：“我们也可

由此了解到中国传统之所以开不出民主宪政的一个重要思想症结。” 台湾政治大学的何信全先生也持这一观点，在

他看来，“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对政治生活中的人性，抱持悲观态度，因此导出法治观念，要透过法制的安排，

来限制政治人（political man ）为恶。然而，儒家对政治生活中的人性，则抱持乐观态度。此种乐观态度，表现在

由性善论推导出德性。”这样的结果是，“对人性过于乐观，使儒家政治哲学难以转出人治的格局，这不能不说是性

善论的一项负面效应。” 因此，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儒家不能开出民主与自由，实由于儒家自身的缺陷使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自由主义渐渐在中国大陆成为热门话题。较之港台的自由主义者，中国大陆自由主义

者或认同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则要显得更为激烈，其基本思路仍然是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畅归咎

于儒家思想的阻碍，如包遵信就认为儒家传统文化和现代世界难以接合，只有“西化”一条道路可走。 在这种观念

支配下，八十年代中晚期又掀起了“文革”以后再一次的批儒浪潮，其最大成果就是1988年的电视系列片《*河》。

尽管“**”以后曾有一段“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间，但自由主义者对儒家思想的批评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出现了一批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新儒家”，更是引起了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反弹。2000

年，当代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慎之先生就撰文指出：“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

‘专制主义’”，又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文化。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即便是儒家思

想中“孝悌”、“爱人”诸说，也不过是“把专制主义人情化”。很显然，李慎之先生心目中的传统意识形态也包括

儒学。不过，李慎之先生还是认为，即使是儒家的学说，还是有可继承的因素，如民本主义虽不同于民主主义，但

“并不难转化出民主主义来”。 当代自由主义的另一员大将徐友渔先生则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专制的东西、等

级森严的东西比比皆是，与民主自由接近的东西即使不能说没有，也极其稀少。”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要谈传统

和现代的关系，恐怕传统中可资利用的东西少，需要批判、改造的东西多。” 号称是当代著名的宪政主义者的陈永

苗先生显得更为激进，他不仅不遗余力地攻击儒家传统的价值，就是自由主义阵营中对儒家传统持同情态度者，也在

他的火力范围之内，他用“盐碱地种花”来指称当下颇为时尚的“儒家宪政主义”，从而对刘军宁等标榜儒家自由主

义的自由主义者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除了对儒家思想的一般性批判之外，就像港台的自由主义者反对以德性之知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一样，大陆的自由主

义者对儒家政治思想最大的批评之一是认为儒学传统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从而将政治泛道德化，其结果是忽视

了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制约机制。这种说法在近年来颇成风气。 



自由主义学者萧滨在《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一文中，借鉴了英国思想家以赛亚

·伯林（Isaiah Berlin）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来探讨儒家的政治哲学。在他看来，儒家传统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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